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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中山以其笃信的“行易知难”学说来改造国民心理,进而奠定力主先知

先觉式贤能政治的心理条件.他本人亦常常以先知先觉自任.过渡之训政、组织之党

魁和主义之宣传,是推行其先知先觉式贤能政治的主要举措.然而,这些举措都面临着

困境,致使孙中山时常纠结于贤能政治与强力政治之间.他的“愈挫愈奋”,正好诠释了

这种纠结:强力政治之现实使其“挫”,先知先觉式贤能政治又使其“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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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已然为我们熟知.在民国成立三年多后的一封

致外国人士的函中,他却这样说:“我当选为民国总统,本想以社会主义理想来整

合中国.然而我发现自己是独行者,因为人民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在革命同志

中社会主义者为数寥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又是那么粗疏浅陋.”〔１〕姑且不

去追究孙中山“社会主义理想”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他断定自

己是“独行者”,认定一般人民对他坚持的“社会主义一无所知”.更令人吃惊的

是,他还认为革命同道对此也不甚了解.很显然,只有他本人才充分的理解与认

同社会主义.他所谓的“独行者”,其实是一位独知者,相比于他人就是先知先觉

者(这也是“先行者”的应有之义).当我们综观孙中山２０世纪初以来的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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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尤其是他那著名的“孙文学说”(即“行易知难”)、训政的主张,晚年对党魁的

推崇,对服从和宣传的强调,在在显示出他对先知先觉式贤能政治的认同,并孜

孜不倦以此来鼓吹自己的建国方略、推动中国的革命大业艰难前行、探索改变中

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中国方案.

一、力主贤能政治的心理条件

孙中山缘何推崇先知先觉这样的贤能对于改造国家、替人民大众谋幸福的

关键性作用,这与他对“政治”与“国家”之关系的认知相关.
什么是“政治”“国家”? 孙中山认为:“大家都能够知道做人的常事,就是政

治.”民众不仅知道做人,如果还“能够公共团结起来做人,便是在政治上有本领

的人民”.再由“有本领的人民组织成强有力的国家,便是列强”;反之,“没有本

领的人民所组织成的国家,便是弱小.”国家无论强弱,“只要号称是国家,便是政

治团体”.国家要发生效力,要看“政治团体”如何运转.因此,孙中山认定:
“有了国家,没有政治,国家便不能运用;有了政治,没有国家,政治便无

从实行.政治是运用国家的,国家是实行政治的.可以说国家是体,政治是

用.”
依据孙中山的理解,“政治”是人民大众做人的事,是人为之事.通过千千万

万人为之事,便能改造国家.这样的“政治”,“并非是很奥妙的东西”.如果人人

都能“结合”起来,“改革公共的事业,便是革命.”顺理成章,“革命就是政治事

业”.〔２〕既然“政治的道理”是如此的“简而易明”,为什么民众不起而革命,不奋起

改变自身的处境,不团结起来建设新国家? 这里的关键在于:民众如何“能够知

道做人的常事”? 这便与孙中山对先知先觉式贤能的认知有莫大之关系.
民众乃至革命伙伴如何能够觉悟并“公共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来清除清朝

之遗毒,改良政治,建造共和国家,实现安乐世界? 最为根本在于改造国民之心

理.这是因为国是由无数的人集合而成的,没有人便无所谓国家.国家的百端

事业,没有人来实行,国家的发展进步便无从谈起.国家的发展进步如何能发

生,根本的是由于人心之变化.所以,孙中山才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

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３〕建设

现代国家,端赖心之变化之力.问题的要害在于:谁来改造国民之人心? 孙中山

从“知”与“行”之关系来审视世界人类的发展进程,得出了他那著名的改造国民

心理的学说———“行易知难”.
正是从孙中山“今人之眼光”来考察“世界人类之进化”规律,人类社会被分

为了前后相继的三个时期:
“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

‘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
这里所谓的“世界人类之进化”实际上是欧美人类之进化,所以孙中山才说:

“欧美幸而无‘知易行难’之说为其文明之障碍,故能由草昧而进文明,由文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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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于科学.”〔４〕言下之意,中国之文明恰为“知易行难”所阻碍.孙中山在后来的

一次演说中,甚至认为“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

不正当.不正当的地方,简单地说,便是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５〕.
不论欧美还是中国,都是“人群”,所以孙中山又说“人群之进化,以时考之”

分为三个时期:“曰‘不知而行’之时期,曰‘行而后知’之时期,曰‘知而后行’之时

期.”以“人”在三个时期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而言,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

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

长城能筑也.”〔６〕

由此可见,人类之进化、人类文明之推动的核心因素在于我们人类自己的

“知”.进一步言,“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
行之决无所难”.就人类群体而言,“先知先觉者”毕竟是少数,因此,事情的成败

在乎“后知后觉者”,“即全在后知后觉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这三类人,孙中

山还有明确的定位:
“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

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
据此来看中国,“不患无实行家,盖林林总总者皆是也.故为一国之经

营建设所难得者,非实行家也,乃理想家、计划家也.”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 就

在于这些“后知后觉者,皆重实行而轻理想矣”,他们便“不能鼓吹舆论、倡导文

明,而反足混淆是非、阻碍进化也”.因此,可以断言“是故革命以来而建设事业

不能进行者”,就是“后知后觉者”重“行”轻“知”.〔７〕

中国近代为什么衰弱不起、为什么总是遭列强蹂躏? 孙中山自然认定“实为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这种说法不仅误导了少数人,而且成为社

会大众的普遍心理,“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
以易为难”,最终造成“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面临

中国的诸端事业,中国人“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８〕

对于“奔走国事三十余年”〔９〕的孙中山,他最为忧虑的是“革命初成,党人即

起异议”,说他“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用于中国之革命.更为糟糕的是,“众
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他得出的判断是:“予为民国总统时之

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

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１０〕

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显然是他所称的对人类进化起关键作用的“先知

先觉者”.面对中国的积弱衰败、中国革命的建设无成、中国的时局日非,他务必

要知难而上,“鼓动风潮,造成时势”〔１１〕;他责无旁贷地要挺身而出,“不得不彻底

详辟,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而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

惑世,而阻挠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１２〕.因为他深信:
“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迷信,而奋起以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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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

如反掌之易也.”〔１３〕

二、推行贤能政治的主要举措

孙中山渴望那些为“知易行难”所迷惑的后知后觉者信服其“行易知难”说,
并仿效他推行其“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明显以先知先觉者自膺.这

种意识,从其早期言论已见端倪.
他曾说自己“留心经济之学拾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

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际此“风气

大开”,作为天地间的人材“当不沦落”,他“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１４〕在给

李鸿章大人的上书之开首亦有类似的话,可惜“人微言轻”,难以上达朝廷.不

过,他“指陈时事”,迫不及待以“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来“上诸当道”,〔１５〕足

见其自命不凡.若非如此,他便不会在为英国人所编纂的«中国名人辞典»所写

的早期«自传»中说“早岁志窥远大”,极其崇拜“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１６〕

孙中山已被视为“中国名人”了.他还俨然以中国“革新党”之领袖向世界发出声

音,先后撰写«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１８９７
年３月１日)、«中国法制改革»(１８９７年７月)等文章.利用与日本人宫崎寅藏

的谈话,他自谦地说:“余短才浅智,不足以担任大事,而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

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时势之要求.”〔１７〕在这里,孙中山已“自进为革命之

先驱”,这也是“革命先行者”之说的最早版本.正是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郑重

提出他的政治理想:
“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夫共和主

义岂平手而可得,余以此一事而直有革命之责任者也.”〔１８〕

也正是在此处,孙中山提及一个重大问题:“人或云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

蛮国.”从历史来看,“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历代国民,“莫
不倾慕三代之治”,而“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有清一代,受统治者“恶
德”之影响,国民无有此等观念.孙中山预言,“苟有豪杰之士起而倒清虏之政

府,代敷善政,约法三章,慰其饥渴,庶爱国之志可以奋兴,进取之气可以振起

也”〔１９〕.环看当世,孰堪为“豪杰之士”? 联想孙中山此前的有关言论,其意不言

而明.到后来记者林奇问他“中国人民是否会像日本人那样,准备实行改革”,孙
中山回答如下:

“如果中国人民得到合适的领袖人物的率领和指导,他们是一定愿意

的;大多数人民都会依照他们所得到的指示去做.”〔２０〕

综其一生,从主张改革到矢志不渝于革命、积极探索建国方略,他常常以先

知先觉者、领袖这样的贤能自任.于«国事遗嘱»可见其心迹: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

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０２—

学术界２０１７．７学术探索



共同奋斗.”〔２１〕

那“四十年之经验”告诉他,国民革命目的之实现,“必须唤起民众”.谁来担

当“唤起民众”之大任、重任? 非革命之先知先觉这样的贤能、革命之政府莫属

也! 最能体现这种贤能政治之取向的举措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１．过渡之训政

虽然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就向外人揭橥其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但
在２０世纪初遭到时人的诸多异议.有人说“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
术幼稚”,不能猝然效仿西方极文明之共和;有人说欧美“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

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

序,不能躁进的”,此时的中国“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前述两种意见,
归根究底就是“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之说.孙中山不同意这种看

法,反倒认为“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尤其比美国的黑奴、“檀香山的

土民”的程度高.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

和国来”?〔２２〕

如此乐观的主张,自然离不开他当时演讲的情境.其根本用意,就是为了激

励在东京的留学生.也许正是本着这样的动机,孙中山明确强调:
“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

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２３〕

无论于国民程度不足不能行共和之说承认与否,有两点孙中山是没有否认

的:一是国民程度与共和政体有关,二是国民程度的提高依靠“志士的提倡”.当

他目睹了民国建立后旧官僚、武人的乱政,发出民国徒有民国之名、没有民国之

实之慨叹时,他力图以中华革命党来重建国家秩序、“建设完全民国”,为此将革

命党进行之秩序划为三期:
“一、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
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
三、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

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２４〕

相比于军政时期的武力主导奠定民国的基本秩序,训政时期以“文明治理”
相号召,但这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显然还是军政府,孙中山用了一个词———“督
率”———来表达此意.准确地说,就是由军政府或革命政府来“督率”国民进行地

方自治建设.这一建设时期,相较于之后的宪政时期,就是一中间时期,或者说

过渡时期.到１９１９年的«三民主义»一文,孙中山才明确训政为过渡时期:
“予之定名‘中华民国’者,盖欲于革命之际,在破坏时则行军政,在建设

时则行训政.所谓训政者,即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

直接民权也.有训政为过渡时期,则人民无程度不足之忧也.”〔２５〕

尽管此前他没有言明训政是针对国民程度不足,在这里认为有训政作为必

要之过渡,那么就免去了国民程度不足之忧.可以说,他一定程度上承认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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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民国确实存在国民程度不及的问题.当辛亥首义成功之后,遗留下来的官

僚以“人民程度不足”抵制行民权主义时,还有革命党人士附和:“人民程度不足,
不可以行直接民权也.”孙中山随即以“何异谓小孩曰:‘孩子不识字,不可入校读

书也.’”来反对,并质问:作为小孩之父兄,有这样说的吗? 认为我们“革命志士

自负为先知先觉者,即新进国民之父兄,有训导之责任者也”,如果以为国民程度

太低不能行直接民权,又不“训练”他们使之行其权,这简直是可怪之言论.正是

因为民国的四万万主人“知识幼稚,程度太低,不可直接以行其主权也”,所以孙

中山才极力主张以训政为之过渡.〔２６〕从长时段来看,我们应该抱持乐观之见:
“民国之主人今日虽幼稚,然民国之名有一日之存在,则顾名思义,自觉

者必日多,而自由平等之思想亦必日进,则民权之发达终不可抑遏,此盖进

化自然之天道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之谓也.”〔２７〕

关于为什么要施行训政,孙中山在１９２０年专门予以解释.归纳起来不外两

个理由:一是民国成立多年,“一般人民还是不懂共和的真趣”,不得不“用革命的

手段去建设,所以叫做‘训政’”,也就是“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人民,犹如

“伊尹训太甲‹那›样”.二是人民在专制积威的压制下养成的“奴隶性”,难以改

变.〔２８〕正是由于此,革命党和军政府“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拍
[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２９〕.

可见,以训政为之过渡,出于时势之不得不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自

负为先知先觉者”,担负其训导国民的责任,亦是不得不然!

２．组织之党魁

从１８９５年左右起,孙中山就清楚地知道改变国家与人民的命运必须仰仗组

织的、集合的力量.兴中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

中华、维持国体起见”〔３０〕.然而,缺乏明确的组织架构.至同盟会组建,开始设

总理一人,并有任期,总理“对于会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

权;节制执行部各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３１〕.从理论上说,完全实行的

是总理全权负责制.即便它的初衷是欲各会党联为一体,但正如它的名字“同盟

会”一样,它不过是各种党派的结盟而已,总理对此的控制权大打折扣,更别说它

还是以本土之外的东京作为本部的海外组织之地.
在辛亥首义前同记者的谈话中,提及孙中山“可以被有些人称之为梦想家和

理想主义者,不过,他是注重实际的”〔３２〕,实际上暴露了他对革命组织的领导乏

力.在辛亥首义之后的回忆中,他发表了对未来时局的看法,最后认为“不管我

将成为中国名义上的领袖,还是将与袁世凯或其他人联合,对我都不重要”〔３３〕.
“名义上的领袖”再明白不过地表达了孙中山对掌控革命组织、国家局势的信心

不足.此后的南北议和以及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除了他的自谦之外,根本的还

是控制时局的力量不支.原本希望借助“五党合并,从此成一伟大政党,或处于

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３４〕来直接制约袁世凯,国民党本身的松散组织再加

上宋教仁的被暗杀,给革命组织和孙中山以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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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前“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表面

看党员众多、声势浩大,实则有如散沙,“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孙中山认为其最

为重要的教训就是“当时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

为条件耳”.〔３５〕他还援引意大利米歇尔斯的«政党社会学»提出的寡头铁律为证,
得出“无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之见,力主“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

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

可”.〔３６〕在随后制定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规定总理“有全权组织本部为革命军

之策源”、“本部各部长、职员悉由总理委任”以及“各地支部部长由各地党员推

荐,总理委任”.〔３７〕并且要求入党党员必须立誓:“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

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３８〕这时的总理便

作为党魁对革命进行全面的集权领导与指挥.
孙中山以完全服从党魁为入党之条件,难免招来物议.利用１９２０年修改党

章之机,他为此进行了两点说明:一是党实行的人治而不是法治,因为“党所重的

是有一定的主义;为要实行一定的主义,就不能不重在人”.〔３９〕二是服从我个人

就是服从我的主义,因为各种学说、政策可以以个人为代表,比如“进化学叫做达

尔文学说”、“如孟禄主义即是代表防备欧洲政策的”,所以“我这三民主义、五权

宪法,也可以叫做孙文革命”.由此可以说,“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
服从我主张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４０〕于是在«中国国民党总章»中明确规定

“总理有全权总揽本党一切事务”.〔４１〕到后来,为了强化党魁对组织的全面领导,
孙中山极力主张以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党为榜样,强化以纪律来集合,并对国民

党进行改组,“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然后“用政党

的力量去改造国家”.〔４２〕

３．主义之宣传

孙中山说党员服从他个人就是服从他的主义,本质上就是要以他的主义、学
说、主张来影响党员.如果他的主义掌握了党员乃至一般国民,就能聚合起改造

国家的巨大力量.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革命的方法问题,“从前革命因为没有

好方法,所以不能大功告成”.这个方法的领会,首先还是要破除“知之非艰,行
之惟艰”的迷误,信仰他念兹在兹的“知难行易”.〔４３〕其次是方法怎么得来,“自学

问、智识而得”.学问、智识、方法三者之间紧密相关,“先有了学问,便有智识;有
了智识,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来革命,一经发动,就马到成功”.再次就是与俄

国人相比较,“中国人革命的方法和气魄不及俄国人”,后者“立志稳健,眼光远

大,把国家大事算到一百年,什么方法都计画到了,这就是经验多而成功快”.〔４４〕

归根究底,还是要坚定信奉孙中山所发明的“知难行易”学说,“如果知得到,便行

得到.从前的革命,不知还能行;此后的革命,能知当更能行”.〔４５〕

基于上述,孙中山深信“主义大过武力.用主义来建国,万万里都是来朝的;
用武力去征服人,近在咫尺都是反叛的”〔４６〕.余下的根本性任务,就是要让孙中

山的“主义”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最终掌握、感化四万万国民,都来加入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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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革命军.要实现这个目标,自然离不开宣传.首先,孙中山本人自觉肩负宣

传其主义的重任,“诸君对于三民主义倘有未明瞭之处,尽可随来问兄弟,兄弟必

一一详细解答.所谓先知先觉,必自觉才能觉人,未有自未觉而能觉人的”.很

明显,孙中山是以先知先觉自任的.其次,成立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作为

“操练宣传底总机关”,努力使“广东全省为本党实行党义底试验场,民治主义底

发源地”.〔４７〕再次是要讲求宣传的方法.第一从“人”入手,“应该由近及远,先对

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说明,再对亲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说明”.第二要注重

措词,“所说的话应该亲切有味,要选择人人所知道的材料”.比如宣讲民族主

义,便说“这种主义是用来对外国人‹打›不平等的”.〔４８〕第三要区分宣传对象,比
如农民,要设身处地想想他们的处境,“一般农民所处的境遇都是最艰难和最痛

苦的,没有幸福之可言”〔４９〕.更为重要的是,“先要讲农民本体的利益”,因为“如
果开口就讲国家大事,无知识的农民怎么能够起感觉呢”?〔５０〕只有农民有了感

觉,才有兴趣来管国家大事,才能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对于革命党员,他号

召他们“学商人拿出大本钱来”,这个“大本钱”就是“牺牲自己的平等自由,更把

自己的聪明才力都贡献到党内来革命,来为全党奋斗”.〔５１〕鉴于此,我们才能对

晚年孙中山抱病坚持宣讲三民主义之苦心孤诣予以同情和了解.

三、贤能政治面临的困境

孙中山之所以重视先知先觉式贤能政治对国家、社会、国民的决定性引领,
就在于他认识到“公天下”的政治关系于中国社会之全面进步有莫大之关系.〔５２〕

他对“知难行易”的笃信,使他认定掌握“知”的“学者是先觉先知,一举一动能够

转移社会上底风气”〔５３〕,进而主张“现在学者底责任是在要中国进步”〔５４〕.可以

说,孙中山的一生就是以推动中国进步为己任.但是,高尚的动机并不能掩盖甚

至抹杀其先知先觉式贤能政治中裹挟的困境.
就仿立西方共和与国民程度之关系来看,他始终认定二者关系密切.他有

时否认中国国民程度低下,更多的时候坦承中国国民政治幼稚,必需革命志士来

加以训导.他有时把民国成立后共和的徒有其表归因于国民不懂共和的真义,
有时大加赞赏国民是“热忱真挚的劳动者,生性恬静知足,易于领导,乐于劳作”,
加之他们“遵从法度,因此国家容易塑型”.〔５５〕甚至认为,“他们的高超智慧、他们

的模仿力以及学习新事物和汲取新思潮的能力,都超过日本人”〔５６〕.我们不得

不问,孙中山所说的国民程度到底指称的是什么? 不论其是智性、德性的内涵,
如果始终陷溺于此,那就极有可能忽略影响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政体的复杂因素.

从革命组织之党魁与一般党员之关系来讲,孙中山始终面临领导权威与党

员自由之协调的难题.还在１９０１年,他就给人“拥有一批优秀的、被他称为新式

中国青年的追随者”〔５７〕的领导形象.辛亥首义后的回忆中,他认为自己“确能依

恃千百万追随我的人,他们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他们早已接受了我的主

义”〔５８〕.短短几年后,他却以必须服从党魁的命令为入党条件,认为自己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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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是孤军奋斗.到１９２４年,他积极主张改组国民党,“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担

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

所兴废”〔５９〕.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革命领导权威的力量即便再大也不是无限

的,由无数普通党员凝聚而起的组织力量才是令反动势力害怕的持续而可靠的

力量.
最后从主义的宣讲者与受众之关系来论,他始终相信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

法是能够为民众接受的.就如孙中山自己所言,他利用旅行或者准确说漂泊的

时机,“经常发表谈话、撰文、讲演,确信革命无法避免”〔６０〕.他面对的交流者、读
者、听众,常常是海外的华侨、留学生以及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士.试想,一个“经
常为了安全而被迫逃亡”的人,我们是很难想象“人民的感情在他这一边”〔６１〕,更
别说他们会完全理解并认同他的所有主张.１９１５年在给国外机构的求助函中,
他强调说“我身边缺少有特别才干的革命同志,依靠他们来重建中国”〔６２〕.到后

来认识到,中国革命“应当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首先是依靠农民”〔６３〕,于是

农民成为三民主义宣传的主要对象.但是,在这一宣传的过程中,有两点是很突

出的:一是先入为主地认为农民是完全可能接受三民主义的.二是政府始终把

自己置于优势地位,以解救农民为己任.即便如此,真正要解决农民的“本体的

利益”即土地要求时,孙中山又迫于宗法关系,主张“不应该进行任何公开反对地

主的宣传鼓动”〔６４〕.他的民生主义主张自然就流于空谈,广大的农民哪有兴趣

来参与国家大事.如果不能以三民主义之先知去“觉”大多数的“不知不觉者”,
那么这个先知就只能停留在“自知”的状态.更有甚者,孙中山认为“党中主义,
无论是总理与党员均须绝对服从,不能稍有一点怀疑”〔６５〕.事实上,孙中山本人

针对不同的受众、在不同的场合,对三民主义的讲解也不是一成不变.

四、结论:纠结于贤能政治与强力政治之间

可以说,上述困境时常困扰着孙中山.他曾经反思“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
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的原因时,认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

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６６〕.民国建立后并没有按照他的规

划与逻辑来运行,而是乱象丛生,他说与其本人的“德薄”“能鲜”有关.无论其中

是否有自谦的成分,至少说明贤能政治对于中国政治的转型只能起到有限的作

用.那些号称“强盗”的军阀,之所以能够打断政治发展的进程,很大程度依靠的

是他们的强力.孙中山如果满足于“中国名义上的领袖”,他就不会频频地审视时

局,重组或改组革命组织来应付之.很显然,他常常纠结于贤能政治与强力政治之

间.从他对一反一正两位大人物即袁世凯和列宁的认知及态度可见一斑.
孙中山在辞职后的一篇宣传实业建设的文章中述及他对袁世凯的评价:“以

余所见,袁总统为人刚毅,堪以镇抚时局,而建设足为列强承认之稳健政府.”〔６７〕

袁世凯何以能“刚毅”,何以能“镇抚时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执掌新军,真有力

量也! １９１４年,孙中山却这样评论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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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袁世凯如此信任,他也曾信誓旦旦要进行这项事业,然而他只是

为篡夺权力来谋一己之私,这使我感到极度痛心和失望! 更有甚者,他竟以

卑鄙下流的手段破坏我整个的事业.当他觉得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便公然

违背诺言,毁弃我们当初共同约定他本该遵守的原则.”〔６８〕

前后态度判然有别! 不论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信任是建立在哪些条件之上

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当时来看,袁世凯确实比孙中山有实力.正如孙中山

自己所言,当袁世凯“觉得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他就公然做出了一系列违背誓

约之举动.当一个人的力量足够强大之时,他是否还有贤能之美名? 袁世凯敢

于帝制自为,绝对不是以“乱世之奸雄”之名就能盖棺的.孙中山后来的一段话

更加耐人寻味:“使袁世凯为稳健之专制,必不有举国一致之反对,此固袁之不

智.”〔６９〕在非常时期,行“稳健之专制”,底定国家之秩序,亦不失为明智之举.这

所谓的“稳健之专制”,与孙中山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尤其是“训政”,岂不暗

合?
可叹的是,“我中华民国一厄于袁世凯,再厄于段祺瑞,遂致完全成为武人专

横之时代”.袁世凯、段祺瑞等辈之所以敢明目张胆践踏«临时约法»,逆潮而动,
从事实上看,并非孙中山说的“皆彼武人不承认人民主权之一念为之也”,而是他

们拥有“多数叛逆军人”.〔７０〕

上述残酷的事实对孙中山本人的打击较大,同时也促使他不断反思革命之

方略.加之他逐渐了解到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党,取法俄国成为他晚年最重大

的转变:一是强调“军队的奋斗”或者“枪炮的奋斗”的重要,仿效俄国创建革命

军,认为“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７１〕.二是极力主张“中国

人现在所要的是纪律,不是自由”,必须“要取法俄国革命党的组织,要注重纪律,
要党员牺牲各个人的自由”.〔７２〕

列宁的逝死,又引发孙中山反思此事件对中国的革命党之教训.他认为,这
一教训“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

的革命党一样”,不致因为革命领袖之去世对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影响,应该将

其“思想魄力”“奋斗精神”结晶于党中.〔７３〕革命组织的存废,绝不是依靠一个人

就可行的.正如他所言:“国民党不是一个人支持的了,是要大家合作的.我们

将来作事,一个人赤手空拳,不论有多大本事,总是很难,总要凭藉已成的势

力.”〔７４〕先知先觉式贤能的“人格的精神高尚,坚忍不拔”〔７５〕,并不能保证革命事

业的继续,必须注重革命“分子问题就是人的问题”〔７６〕,必须依赖无数普通党员

团结而成的常态化组织“势力”.
综上可见,孙中山坚信“取法乎上”,必须要以法美共和为革命奋斗之政治理

想,而现实政治运行的实力逻辑迅即摧折其乐观的理想.建立在实力博弈基础

之上的政治世界,并不以他先知先觉式贤能政治所期望的道德感召、国民心理转

移为前提.当他认定“知难”并将改造现实政治的决定权交给了极其少数的“先
知先觉”手里时,他就力图以知识的发生传播逻辑来操控权力的竞争逻辑.事实

—６２—

学术界２０１７．７学术探索



上,他所“知道”的世界并不能代替那个国民所“感觉”到了的世界.国民所“感
觉”到了的世界,恰恰又并不是一个孙中山所认为的“行易”的世界.他说自己

“愈挫愈奋”〔７７〕,正好诠释了他的纠结:强力政治之现实使其“挫”,先知先觉式贤

能政治又使其“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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